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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城美稱，所謂何來？顯然不是「文化」兩字的表面象徵。從歷史發展的軌跡

來看，台中市是新興都會，一八八五年因台灣建省，始於一八八九年築城，與鹿港、

艋舺、安平相較，歷史年齡的差距使台中在實質文化上難望項背；就大專黌校數目、

史上文人雅士、文化社團而論，台中市也不居翹首。然而，獨獨台中市被稱為文化城

，文化協會在台中，正是美名之源。 

攤開正規教育裡的歷史課本，文化協會是什麼？林獻堂、蔣渭水、蔡培火、王敏

川、楊肇嘉、吳三連……等等，他們是誰？議會運動、農民組合、民眾黨、台中一中

、櫟社，又該如何解釋？其實，這些名詞都「很台中」，也「很文化」。 

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七日，由於蔣渭水的推動，台灣文化協會在台北成立，知識菁

英在總理林獻堂的領導下，以台灣文化之「向上」為目的，展開喚起民族覺醒、建設

台灣特種文化的啟蒙運動：發行會報《台灣民報》，設讀報社、書局、夏季學校，推

展青年、婦女、農民、勞工、金融、議會運動，開本土文學、戲劇、電影的契機。文

化人在城鄉間舉辦各式的文化演講會，風起雲湧，蔚成一九二○年代全島文化運動的

熱潮，使「文化的」成為進步的、改革的、台灣意識者的共同標簽，由於台中州下的

文化人、文化會特多，「文化的台中市」因應而成。 

基於城市歷史發展的軌跡，談二○年代的台中人，勢必要有廣角的視野。 

  

一八九五年的馬關條約使台灣成為日本的領土，台灣的歷史命運隨之轉折，到了

一九○二年日本已完全掌控台灣，面對統治者的專制統治，台灣人「二等國民」的宿

命已然成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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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二○年代是台灣政治、社會、文化運動的黃金時期，在政治上，台灣總督府

的統治基礎已完全穩固，在經濟上，農業經濟作物的推廣及資本主義的控制也已進入

軌道，在文化上，日文的基礎教育推廣也已深入民間，整個殖民體制社會的建立業已

成熟。這樣的空間已完全不利於被統治者之傳統武力式的抗爭。相對應於整個國際環

境，一次世界大戰後：新帝國主義的形成、社會主義浪潮的湧現、西方民主社會體制

的抬頭、相輔而成國際潮，台灣則經由日本「母國」而介入。由於歸屬的相互關係，

日本社會之於台灣自然成為媒介，然而，民族血緣的存在，卻也使中國的歷史發展刺

激到台灣的社會脈動，鳥瞰二○年代及前後之歷史空間，「現代化」的知識菁英又不

得不面對傳統的糾葛。 

在殖民體制的社會下，接受新式教育的社會菁英，在傳統仕紳林獻堂、蔡惠如的

領導下，開展一九二○年代台灣的政治、社會、文化運動。 

一九二○年，為了台灣的前途，啟發會、新民會成立，為反制六三法（它使總督

府集行政、立法、司法權於一身），以「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」（1921.1.~ 1934.9.歷

時 14 年，共 15 回）做為主力活動。 

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七日，一個集新青年（海外留學生、本土知識菁英）與傳統仕

紳的台灣文化協會，在蔣渭水的推動下在台北成立，舉林獻堂為總理，以「謀台灣文

化之向上」為目的，展開「用台灣話語喚起民族覺醒，建立自尊（蔡培火的主張）；

建設台灣的特種文化（黃呈聰的主張）；提高台灣人的品格，消除民族差等待遇（蔣

渭水的主張）。」的啟蒙運動。 

文化協會的領導階層及會員以台中州最多，自然地，文化協會的重心、影響力、

活動熱度也以台中州為最，隨著組織的迅速發展，台北、台南、彰化、員林、新竹支

部陸續成立。 

文化協會的新文化運動是多面向的，他們發行會報《台灣民報》、設十三個讀報

社、設立文化書局和中央書局，並繼私立台中中學（台中一中）之後，辦夏季學校、

文化書局和中央書局，以啟發民智。他們結合知識青年組成青年團體：台北青年會、

大甲日新會、炎峰青年會、彰化婦女共勵會等。他們推動白話文的使用促成台灣新文

學運動的澎湃發展，提倡文化劇、組「美台團」電影隊，開啟本土新戲劇的契機。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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們成立本土資本的大東信託株式會社，以減輕日系資本對台灣經濟的操控。他們支援

每一回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，企求台灣自治的可能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們廣泛地、

連續地在城鄉間舉辦各式的演講會：講習會、學術講座、農村講座、留學生巡迴講演

會，蔚成二○年代全島文化運動的熱潮，激起了民族意識的覺醒，「台灣是台灣人的

台灣」的台灣意識成型，社會的分化現象也隨之產生；而「文化仔」乃成為具激進的

、改革意識者的共同標簽，台中市被稱為文化城，即導因於此。 

文化運動，激起了民族意識的覺醒，也使二○年代台灣的社會空間起了發酵作用

，具體表現於學潮、新文學運動、婦女運動、農民運動、公益會的反制和思想啟蒙下

的路線分岐等方面。 

一九二五年李應章率先成立二林蔗農組合，開農民運動的先河；一九二七年，文

化協會分裂，新派改設本部於台中，舊派則在台中另組台灣史上第一個政黨：台灣民

眾黨，同時，台灣農民組合本部也移設台中。一九二八年蔣渭水組工友總聯盟，一九

三○年楊肇嘉在台中成立台灣地方自治聯盟，一九三一年文化協會自然消失。二○年

代風起雲湧的反日運動，蔚為波濤壯闊的景象，在台灣歷史上實可說是絕無僅有，尋

其源頭、主脈，則非文化協會莫屬。 

二○年代台灣的政治、社會運動，在大正民主的場域中發展開來，蔚為巨流。然

而，檢視這一階段的歷史，我們明顯地可以看出一九二一年成立的台灣文化協會不僅

是反日運動的源頭、也是眾多社會運動的主軸，知識菁英從這一個團體中尋找台灣的

未來，以啟蒙為標的的諸般活動，在統治者允許的空間中孕育了更多社會的領導階層

，他們活躍於那個時代，也活躍於戰後的歷史舞台。多面向的啟蒙活動，刺激到潛藏

的民族意識，掀起反對種族差別待遇的學潮、抗爭壓榨血汗的農民運動隨之興起；為

了達到宣傳普遍化，文字使用的改革論爭使新文學運動水到渠成；戲劇的渲染效益在

運動中也未被忽略，新劇運動強力介傳統戲曲的舞台，新式電影在美台團的播種下，

開啟了普羅大眾的視野；夏季學校突顯民間興學的無力感，突顯差等教育的荒謬與悲

哀；文化講座的流行，帶動知識分子對鄉土的熱愛，他們把才學表現於各個專長領域

，講演活動打破了統治者的愚民神話、匯聚了民心與民族的情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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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文化協會致力於文化啟蒙，首要之工作當然是文字、語言的傳遞方式；1922

年黃呈聰（彰化）在《台灣青年》提出＜論普及白話文的使命＞，1924 年張我軍在《

台灣民報》揭露＜糟糕的台灣文學界＞，合力推動台灣的新文學運動，乃至激起新舊

文學之爭。 

新文學的耕耘者大都與文化協會有關，並以新青年為主體；舊文學則以傳統詩社

為據地，有趣的是，兩者皆與霧峰林家有密切的關聯。以文化協會的前後期來看，傳

統仕紳與新青年連結，「願為同胞倒海傾」，反擊新文學的連橫，積極於文化講習活

動，林獻堂與林幼春則為文化協會的領袖。 

傳統與現代的糾葛，也展現在文化協會於二○年代的社會運動進程中。 

櫟社是日治時期最重要的詩社，與北部的瀛社、南部的南社鼎足而三，係霧峰林

痴仙所首倡，以不材之木「櫟」為旗幟相號召，寓以舊文人「無用之為大用」的心志

。 

櫟社成員，名家輩出，諸如：傅錫祺、莊太岳、吳汝能、王學潛、林癡仙、蔡蓮

舫，每於霧峰林家會聚，逢春秋佳會，必呼朋擊缽、吟詩唱酬；感傷國族淪落之餘，

也常以實際行動參與反對運動，林獻堂、林幼春即分別擔任文化協會的總理、協理。 

台中地區積極於新文學者，則有陳炘、謝春木、賴和、張星建、張深切、葉榮鐘

、楊逵、陳虛谷、楊守愚、翁鬧、莊垂勝等。 

  

1920-1925 年是台灣新文學的搖籃期，也是文化啟蒙的統一戰線時期。1926-1936，

即從賴和發表＜一桿稱仔＞小說到日本政府下令禁用漢文，是台灣新文學的成熟期，

也是文化協會分裂後，社會運動分歧發展的時期。 

在傳統文人方面，以櫟社為主體之傳統文人，依然矗立於傳統漢文詩詞文章的寫

作吟唱，他們雖在 1924 年飽受後起之秀新知識青年的抨擊，仍堅守「敗草叢下的破舊

殿堂」，在文化運動的浪潮中，他們是穩健的地方仕紳，在文協分裂後，他們支持民



 HT_3_02

眾黨，在民眾黨分裂後，他們撐起地方自治聯盟的大局，南海詩人林幼春當是典型的

代表，他們憂國也憂民，實未稍遜於激進青年，選擇傳統漢文，自有他們的理念。 

新文學作家，其實都致力於文化啟蒙的志業，在搖籃期中，他們以《台灣青年》

、《台灣》、《台灣民報》為舞台，文人的文風自然展現在政治的風格上，如：台灣

民報記者謝春木（追風）的小說「她將往何處」訴求解放台灣的婦女。 

台灣農民組合的成立後的第一次大會、文化協會分裂後新文化協會的總會及其活

動，皆以台中市為活動領域，文化活動的標的也轉向農民及下階層社會，賴和的「鬥

鬧熱」及其相關作品皆在展現勞苦大眾的悲苦，楊守愚的「斷水之後」及其他作品，

皆在流露農民的悲苦情境，陳虛谷的「無處申冤」則指陳警察的暴虐；林越風的「紅

羅蔔」敘述農民組合中被出賣的農民情境。 

新文化協會與農民組合的移駐台中，使台中文人有著解放農民的濃烈色彩，其中

以楊逵為標準典範，呂赫若則為後起之秀；相映於文化運動的分離，文人之風格也在

在顯示對勞苦階級的寫實。在台灣整體社會運動移轉至台中後，1927 年後的台中，人

文匯聚，中央書局起著吸納的作用，並使台中在 1930 年代成為與台北抗衡的文學重鎮

，《南音》從第七期移至台中編輯，並改由張星建主編，1934 年張深切與賴明弘倡開

全島文藝大會並成立台灣文藝聯盟，出刊《台灣文藝》，以賴和為領袖，翁鬧的「憨

仔伯」及發表於。次年，楊逵（重要作品為「送報伕」先是發表於新民報後被禁，再

於日本之《文學評論》發表《台灣文藝》）與葉陶另立台灣文學社，發行《新文學月

報》。 

要之，1920 年代的台中文人，無論新舊，關懷普羅階層的心志是一致的，他們參

與政治的風格，正如謝春木所言「走向實際運動」般，使文學風格呈現出寫實主義與

人道關懷。 

 

 


